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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城市更新具有小尺度、渐进式的特点。面对形态结构难以识别、空间再生难以决策的问题，本研究运用空间构型的方法

对街道网络结构及其与地块面域之间的结构进行整合性认知。首先，本文基于深度、连接性和低连接率 3 个指标的聚类划分了街道网络的构型等级，

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块与街道的结构关系得到了地块面域的构型等级。其次，将该方法运用于南京荷花塘和钓鱼台地段中，形态结构的特征得到

了量化呈现。最后，针对上位规划落实、商业开发选址、社区设施提升、历史资源利用等 4 个方面的实践问题提出研判和建议。该方法不仅可以

为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形态认识和更新设计提供科学依据，还在先期启动决策、多角色参与互动、动态连续管控等技术工具研发方面具有进一步运

用的潜力。

Abstract: The urban renewal of residential historical district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scale and progressive. Facing the problems that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nd space regeneration is difficult to decid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ethod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 to build an integrated 
cognition of the street network structure and its structure with the plot area. Firstly, based on the clustering of three indicators of depth, connectivity and low 
connection rate, the configuration level of the street network is divided. On this basis, the configuration level of the plot area is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ot and the street. Secondly, this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Hehuatang and Diaoyutai areas in Nanj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re quantitatively presented. Finally, it makes judg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upper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site selection, community facilities improvement, and histor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it provide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r pre-development and guides the se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 types. This method can not only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morph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renewal design of residential historical areas, but also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further applied to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tools 
such as early decision-making, multi-rol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dynamic continuou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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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基于以人为本和高质量发展的城市更新的

新阶段 [1]，“小尺度、渐进式”的微更新模式逐渐受到青睐。

与“大拆大建”模式相比，渐进式更新的首要目的是解决快

速城镇化时期累积的城市病，以及满足老百姓对人居环境改

善的需求 [2]。居住型历史地段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尤为突出，

它不仅保留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街巷肌理、建筑风貌和物质遗

存，也传承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结构、生活行为和民俗习惯 [3]，

历史资源的保护和物质空间的再生是其面临的双重任务。该

类地段大多位于老城区，城市区位优势明显，享有较好的交

通资源和商业开发的机遇。但是，由于产权关系复杂、居住

人口密度大，往往也面临基础设施缺乏、房屋破败、居住人

口边缘化等空间和社会衰败问题，甚至沦为棚户区。历史资

源利用、商业开发、居住环境优化等需求相互制约，并且还

要与城市整体发展格局相协调，所以城市更新的决策机制具

有极大的复杂性。然而，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建成环境是一个

多时期要素交织和拼贴的动态整体，建立一套科学的认知和

评估方法是提高城市更新决策准确性的关键 [5]。

本文的核心价值在于整合了街道网络和地块面域的空间

构型方法，系统量化地呈现了居住型历史地段的空间要素间

的复杂结构关系。该方法对“小尺度、渐进式”的城市微更

新实践中形态结构的评估和优化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具有进

一步发展为系列数字技术的潜力。

1  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形态特征

1.1  街道等级复杂且多元
现代化城市干道带动了沿线用地的商业化开发，将既有

传统居住社区破解并“隐藏”在街区内部。居住型历史地段

的街道网络往往呈现一种二元化的状态，外围城市干道整齐

且平直呈格网化，内部毛细道路自由且曲折呈有机化。自下

而上的生长机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繁多的“丁”字路口和尽

端路，形成了多样化的街道组合关系，进而产生了复杂的空

间等级。经过长期使用和磨合，居住型历史地段承载了居民

的商业消费、社区活动、休憩居住等活动以及具有一定秩序

的生活方式 [5]。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街道网络的等级系统难

以通过宽度、长度等几何属性来识别，所以能够表征行为模

式的空间等级在识别方面具有难度。

1.2  地块和街道的进入关系错乱
在明清土地私有制时期，产权地块（下称“地块”）往

往呈现狭长矩形，短边水平面向街道作为入口，场边垂直于

街道向内展开，建筑沿着纵深方向一进一进的向内展开。即

便街道网络的几何形状较为自由，但是地块和街道的进入组

织关系是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家族成员

结构的改变，大家族向小家庭转变，产权地块也随之细分。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地块尺度和数量发生改变，但是整体特

征保持不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毗邻城市道路的地块被

统一收储、合并和商业化开发，脱离了社区体系。内部地块

因为家族迭代更替和市场买卖、租赁等诸多原因发生了进一

步细分，原地块院落单一的进入路径被分解成多个不同方向

的路径。错综复杂的产权关系带来了街道和地块之间的进入

关系错乱，仅从街道、地块、建筑的平面格局无法识别从公

共街道到私密地块这一环节的空间秩序和行为特征 [6]。以南

京荷花塘历史街区为例，产权地块的不断细分与合并揭示了

进入关系逐步失去秩序的过程（图 1）。

图 1  南京荷花塘历史街区的产权地块结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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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研究综述

2.1  城市形态学中的要素、等级及其视角
城市形态学的作用之一就是从复杂而多样的建成环境中

识别结构及其形成和演变的重复模式，从而理解各要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 [7]。早在 1960 年代，康泽恩（Conzen）就提出

城镇景观是平面格局、建筑肌理，以及土地与建筑利用（land 

and buildings utilization）3 个方面的综合反映 [8]。通过建筑及

其相关的场地、地块及街道 3 个形态要素界定城市平面格局
成为基本共识 [9]。

在此基础上，城市形态学者们利用空间等级的概念描述

城市秩序，即形态要素按照连续的级别被组织起来，每级要

素都接受上级要素的支配，各级要素承担着不同层面的城市

职能 [10-11]。它是各种城市形态学方法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历

史地理学 [12] 和过程类型学方法 [13]，它被广泛用于分析和解释

城市形态的形成和转变。为了更好地协调不同学派的研究并

解决城市形态定义中的歧义，英国城市形态学学者克罗普夫

（Kropf）开发了一种通用的城市形态多层级图解，系统地阐

明和解释了不同尺度上建筑物、地块、街道和其他形态元素

之间的等级关系 [14]。

“几何”和“构型”是描述空间等级的两个重要视角。

前者描述的是长度、宽度、高度和方向角度等几何属性，因

为可以被直接观察到而容易理解；而后者关注则的是一种隐

藏的拓扑属性，它被定义为一组空间相互连接形成网络的特

定方式，关注对象是人们赖以活动的公共空间网络。它既是

一种认识方式，又是一种图论（graph theory）方法①，它聚

焦于各个局部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表述，旨在揭示表

象之下的复杂结构 [15]。

2.2  街道网络构型定量分析的相关研究
通过空间构型（configuration）方法研究街道网络等级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如希列尔（Hillier）[16-17]、特纳

（Turner）[18]、马歇尔（Marshall）[19]、瓦格纳（Wagner）[20]、

卡里米（Karimi）[21]、波尔塔（Porta et al.）[22] 和吉尔（Gil）[23]

等。以空间句法为代表的街道网络构型分析方法将少数长而

直、承载核心的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干道称为“前景网络”，

将多数短而曲折、承载居住和日常生活的次级街道称为“背

景网络”[17]。以整合度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呈现城市网络中

涌现出的多尺度中心和不同尺度中心之间、中心与背景网络

之间的交织关系。马歇尔认为在现代城市道路等级体系中，

运动连续性更多地与实际的道路等级以及通过交叉口的通畅

度有关，而常规的交通网络分析方法和空间句法不善于捕捉

和表述这一问题。因此，他的路径结构方法（route structure 

approach）提出了以等级为核心概念的路径结构分析，认为

道路等级是决定道路经过交叉口保持连续或被切断的依据，

即高等级道路通过交叉口保持连续，低等级道路则被切隔成

两个节点 [18]。以路网中等级最高的道路为基准，道路的构型

特征由它距离基准道路的拓扑距离（深度）、组成街道的路

段数（连续度）和与该街道连接的路径数（连接度）3 个指
标共同界定。葛欣和韩冬青（Ge & Han）基于中国城市街

道网络的二元性特征，定义外围城市干道为基准道路，对内

部街道（支路或巷道）具有切割作用；因为无法通过速度和

道路宽度等判断内部街道的等级，所以内部街道交叉时，不

做打断处理；连续度指标失去意义，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

高、中、低深度连接率指标 [24]。这类研究普遍仅关注街道网

络要素，并没有将地块面域纳入进来形成综合分析方法。

2.3  地块与街道的整合性分析的相关研究
克罗普夫在“多层级图解”中描述了从公共性的街道

空间到私密性的建筑空间的逐级进入的一般关系。界定出来

了街道、区域、房间类型的“虚空”（void）空间，它们构

成了连续的容纳人们不同活动的空间网络。他根据地块与

街道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互锁和并合两种结构概念 [14]。 

前者描述的是分别附属于两条街道的地块序列（plot series）

在道路交角处会形成重叠，即重叠的地块与多条街道形成进

入和被服务关系。这种结构是现代主义城市的典型特征，是

地块充分利用交通资源的一种表现。后者描述的是多个地块

共享同一个建筑要素，但场地又具有各自独立的结构关系。

这是通过资源共享所带来的空间集约、功能混合的结构类型。

宋亚程等基于中国城市形态特征，提出了套叠结构的概念，

用以描述城市街区内部某一地块不直接与街道连接，而需要

借助相邻的某个临街地块与街道连接的形态构成。这是受交

通资源束缚而产生的一种“妥协”的结构关系 [25]。尽管如此，

这一系列方法还是以定性为主，仍然没有提出定量的分析方

法，很难被用于更广泛的研究，以及与其他专业学科的关联

与合作（图 2）。

3  复合构型的测度方法

为了整合性认知街道网络结构及其与地块面域之间的结

构，笔者尝试建立一套复合构型的量化方法。

① 图论是一种研究由节点（nodes）和边（edges）所组成图形的数学理论和方法。这种方法用节点来表示独立的要素，用连接节点的边来表示要

素之间的某种特定关系，从而对形态的整体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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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means 聚类是一种常见的聚类分析技术，它可以将数据集合分成预定义的聚类数量 K，使得组内的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而与其他组

的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大。

图 2  互锁结构和并和结构

3.1  测度指标

3.1.1  街道构型

街道构型的等级特征是通过深度、连接度和低深度连接

率（下称“低连接率”）3 个指标的 K-means 聚类分析①得到

的（图 3）。
深度描述的是某一街道与基准街道（通常设为城市主次

干道）间的拓扑距离。设定基准街道的深度值为 0，直接与
之相连的街道深度为 1，通过另外一条街道与之相连的街道
深度为 2，以此类推。街区路网中一个街道的深度越大，表
示从边界进入街区内部到达该街道需克服的拓扑距离成本越

大。连接度描述的是与某一街道相连的街道数量。连接度越

大表示该街道与越多的街道连接，说明该街道的运动流具有

更多的路径选择，参与构成更多、更密集的交通微循环。本

研究关注的是由城市主次干道围合的大街区范围内的街道网

络，超出该范围以外的连接不参与连接度的计量。低连接率

描述的是某街道与深度较低的街道的连接数占总连接数的百

分比。低连接率越高，说明该街道的末端毛细特征越明显，

低连接率越低说明该街道的结构性越强，类似叶脉系统中的

茎干，具有向下一层级疏解分流的作用。

3.1.2  地块构型

地块的构型等级将通过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综合确定。

外部等级值是根据地块所连接的街道等级所确定。将街道等

级值赋值到相应的地块上：无论地块毗邻的街道等级有多高，

只要没有入口，对等级的判断都没有影响；如果一个地块与

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街道相连，其等级取决于相对较高的街道。

内部等级值是根据地块与街道之间的连接关系划定的。具体

分四种类型，连接等级依次降低：第一类是互锁结构，地块

与多街道（非尽端路）连接，可达性最好，为等级 1；第二
类是基本结构，地块只与一条街道连接（非尽端路），可达

性一般，为等级 2；第三类是通过尽端路进入的地块，可达

图 3  街道要素的 3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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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差，为等级 3；第四类是套叠结构，地块不与街道直接
连接，需要通过穿越其他地块才能从街道进入，可达性最差，

为等级 4（图 4）。
综合地块外部值和内部值两个指标，再次进行 K-means

聚类分析，得到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块类型。内与外的等级都

是最高的地块将被定义为最高等级；两个值都是最低的地块

将被定义为最低等级；当两个地块的外部值与内部值之和接

近或相同时，则认定它们两个为相同等级。

3.2  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荷花塘街区和钓鱼台街区作为实证样本。它们

都位于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分布在城市重要干道中山南路

两侧。在《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0—2020 年）》
中，荷花塘街区被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 12.6 hm2），

钓鱼台街区被认定为历史风貌保护区（面积约 13.0 hm2）。

荷花塘街区和钓鱼台街区是南京老城内历史格局清晰、传统

风貌完整、历史遗存丰富的传统住区的典型代表，其中荷花

塘街区包括 1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 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和 8 处历史
建筑；钓鱼台历史风貌区包括 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 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7 处一般不可
移动文物和 7 处历史建筑。在保护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物
质遗存的基础上，荷花塘街区和钓鱼台街区的发展定位为居

住型历史地段，功能以居住为主并适度兼容历史文化展示的

商旅功能。继小西湖街区获得社会各界普遍认可后，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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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块与街道的构型关系类型

居住型历史地段是本团队居住型历史地段渐进再生实践的新

尝试（图 5）。
产权地块信息是本次研究分析的基础，它来源于南京市

规划与自然资源局下属的不动产中心。在街道的识别上，笔

者将非私有产权并真正承担公共活动功能的区域定义为街

道；将私有产权区域定义为地块，实际使用上的物质边界和

产权边界往往略有误差，以实际情况为准；地块与街道之间

的进入关系通过实地调研获得。

3.3  研究结果
经过计算，街道网络和地块面域的空间构型被整体量化

呈现出来。街道网络被分为 7 个等级，构型等级依次降低。

图5  南京荷花塘和钓鱼台历史地段的区位（左）和街巷格局示意（右）

0 250 500 1 000 m
0 50 100 200 m

类型 1 与类型 7 因为具有特殊性被直接定义：类型 1 是外围
的城市主次干道，公共等级上明显高于其他内部街道；类型

7 是尽端路，作为特定人群的到达性路径，公共等级上明显
低于其他街道。类型 2~5 是通过聚类分析获得：类型 2（深
度均值 1、连接度均值 12、低连接率均值 0.13，后文统一

描述为 1-12-0.13）的街道，它们是组织街区内部结构的重要
“脊梁”，在荷花塘街区和钓鱼台街区中各自仅有一条类型 2
的街道，分别是水斋庵和璇子巷，是街区最具活力的街道场

所。类型 3（1-4.56-0.3）占比最大，是一种以交通服务功能
为主的街道，但连接度不高导致场所活力一般。类型 4（1.8-

6.2-0.57）虽然深度较高，但是实际中它们是深层空间中的活
力中心，如孝顺里和小百花巷等，说明高连接度对聚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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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积极作用。类型 5（1.9-2-1）与类型 6（2.16-2.6-0.51）
都属于最低级的毛细网络，通常“深藏”于街区深处，是公

共活动体系中的最末端层级。不同的是前者往往是两个高级

街道之间的连接路，后者所连接的街道一般都存在明显的等

级差异并且占比远远大于前者（表 1，图 6）。
从整体街道网络布局比较来看，虽然钓鱼台街区的街道

几何形状较为曲折自由，但是整体构型等级较高，说明对外

交通的连通性较好，但其南北向街道缺乏连续性。荷花塘街

区的街道虽然等级较低，但是组合较为丰富，说明内部空间

的层次较多；中部的东西向街道等级普遍较低，说明这个区

域的东西向缺乏连续性。

外围地块的构型等级普遍较高，都在 1 和 2 等级上。一
是因为外围主干道带来了高外部构型值，二是外围地块通过

合并后再开发，尺度上的提高也增加了地块与街道连接的可

能性，所以内部构型值也较高。在街区内部，高等级的水斋庵、

璇子巷街道同样为两侧地块带来了高外部值。除了街角大地

块出现等级 1 的情况外，街道中间部位的小地块因为尺度狭
长，所以与前后两条平行街道相连接，进而也因为高内部值

晋升为等级 1。此外，内部其他高等级地块虽然并不分布于
高等级街道上，但是因为被政府收储合并后变为学校、幼儿

园、职工宿舍等用地，大尺度带来了高内部值，所以地块构

型等级也可以达到等级 2。地块尺度细小又远离高等级街道
就会形成低等级地块（等级 5 和 6），在两个街区中都占有
一定的比例，现状普遍是环境较差的居住院落。其中，低等

级地块在荷花塘街区分布的较为零散，而在钓鱼台街区集中

分布于两个区域（图 7）。

4  对城市更新决策的支撑

居住型历史地段往往处于多系统交织的复杂环境中，需

要通过综合问题的解决来制定更新决策。诸多层面的问题可

以从空间构型的分析得到参照。上位规划往往会从城市整体

层面划定一些重要的“城市廊道”，但落实到具体地段中，“城

表 1  基于 K-means聚类分析得到的街道类型划分

类型 深度均值 连接度均值 低连接率均值 数量

1 0 无穷大 0 5

2 1.00 12.00 0.13 2

3 1.00 4.56 0.30 25

4 1.80 6.20 0.57 5

5 1.90 2.00 1.00 9

6 2.16 2.60 0.51 25

7 1 1.00 39

注：表中空白表示不涉及。

图 6  街道网络的空间构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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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块的空间构型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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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廊道”的空间构型等级能否支撑如此高的定位需要进一步

研判。通过商业开发引入社会资本可以带来持续不断的发展

动力，如何在不影响历史文脉格局的基础上，精准选取可供

开发的商业街道需要通过空间构型分析来实现。补充和提升

社区服务设施也是居住型历史地段更新的重要任务，如何在

有限的空间内精确选址也离不开空间构型的分析。当前的城

市更新不仅限于物质本体修缮、风貌协调区划定等刻板的处

置方法，通过提高可达性增加历史街道与建筑的公共彰显度、

提高活化利用的潜力也是重要的空间策略之一。基于以上实

际项目需求，下文针对上位规划落实、商业开发选址、社区

服务提升、历史资源利用等 4 个方面作出空间构型的研判。

4.1  分析与研判

4.1.1  上位规划的落实

针对上位规划所提出的沿秦淮河、城墙形成城市级活

力路径，通过街道可达性的分析得出结论，在荷花塘街区和

钓鱼台街区范围内的两条路径可达性都未达到相应的等级要

求。虽然钓鱼台路、长乐街等级为 3，在两个街区范围内等
级不低，但是放在更大区域来看，它们还没有达到承接城市

级功能的要求。城墙沿线的陈家牌坊和六角井都属于低等级

街道，更难以满足要求。钓鱼台路、长乐街、陈家牌坊和六

角井的深度值并不高，均为连接度较低制约了街道可达性，

因此建议提高连接度。如果无条件增加可达性，可考虑其他

有条件的相似街道承接城市级功能。

4.1.2  商业开发选址

街区内部清晰地发掘出水寨庵、璇子巷两条高等级街道，

并且现状也是最具活力的街道，所以它们最具有潜力发展为

承接城市级功能的街道。除此之外，规划范围内商业性街道

主要沿南北方向平行布局，东西方向缺少衔接。因此，研究

提出除了将水寨庵、璇子巷两条高等级街道发展为城市商业

街道外，加强东西向的谢公祠和饮马巷一线街道的可达性，

通过连通路径、增加连接值的方法将其升级为类型 2 的更高
等级街道。

4.1.3  社区服务提升

在城市商业活动引入时，社区服务设施的布局应该与其

形成差异性布局，兼顾流动性和静谧性。所以，具有一定深

度、高连接度的类型 3 街道较为合适。现状中孝顺里、磨盘
街、小百花巷有条件发展为社区服务街道；另外，钓鱼台街

区南部缺少类型 3 街道，钓鱼台九十三巷和六角井二十四巷
在长度上有条件发展为服务型街道。地块类型 5 和 6 属于可
达性等级较低的地块，大面积的占比将影响居住的便利，也

会给城市管理带来不便。因此应通过疏通尽端路尽可能提高

街道可达性，或者通过地块合并和重组的方式为地块提供更

多的街道进入选择，以达到减少地块类型 5 和 6 的目的。

4.1.4  历史资源利用

当前历史街道的可达性都较高，基本格局保持较好。围

绕重要的历史街道打造活力空间，有助于历史资源的活化利

用。个别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可达性较低，不利于展示，如

同乡共井 11 号民居、钓鱼台 13 号、钓鱼台 17 号、饮马巷
38 号等。因此应适当考虑增加该类建筑的可达性，将历史
文化资源最大化地融入城市公共活动体系。

4.2  整体结构优化
整体结构层面，建议打通谢公祠至饮马巷的连通性，增

加陈家牌坊至六角井、钓鱼台路、长乐街 3 条路径的连接性，
使它们达到能够承载城市级商业开发的空间构型等级需求；

打通六角井二四巷和甘露巷的连通性，增加钓鱼台九十三巷

的连接性，使它们达到能够承载社区服务的空间构型等级需

求。针对性地打通并增加街区内部毛细街道，调整内部地块

与街道的进入关系，以达到改善地块可达性的目的（图 8）。

5  结论和展望

面对居住型历史地段的形态结构难以被识别的问题，笔

者运用空间构型的方法对街道网络、街道与地块之间的等级

关系进行整合性认知，为城市更新中的空间分析和设计提供

科学的依据。通过在南京荷花塘街区和钓鱼台街区更新规划

设计中的实践应用，证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评估现状空间结

构，并据此提出科学的优化建议。此外，空间构型分析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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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与数据量化结合较为紧密的方法，可以作为串联各种形

态要素数据的核心骨架，成为搭建数字化平台的基础，并在

以下多个实践需求方向具有发展价值。

第一，先期启动的地块更新对于居住型历史地段的整体

更新具有示范意义，它们的成功与否往往是决定后续更新成

败与否的关键。空间构型的分析结果是确定先期启动项目选

址和定位的一个重要因素，空间构型等级高的街道和地块往

往最具先期启动的商业价值。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产权属性、

居民意愿、房屋质量、市政管网等综合问题。在未来的研究

中可以建立一个多因素叠加的分析平台，用于先期启动项目

的选址决策。

第二，将抽象的形态结构优化结果迅速地转化为直观的

空间形象，有助于设计师、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物业权力

人提供准确的判断依据，为多方沟通提供物质基础，提高有

序更新的效率。本研究从现状建成环境中提取了建筑类型，

并在参与平台中建立基本模块。研究发现，基于地块的空间

构型等级及其与街道的毗邻关系，结合地块个体的尺度、形

状、方位等因素，基本模块会在开发容量、院落形式和主要

出入口位置与形式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进而实时且直观

地生成建筑体量。

第三，“小尺度、渐进式”的存量空间再生工作是一

个连续决策和行动的过程，每一个新的行动都会受到前一

步决策的影响，又成为后续决策和行动的前提。该技术平

台还将发展出管控模块，收集和管理不同阶段决策行动的

数据，实现认知、设计、决策、行动之间的相互循环的一

体化 [21-22]。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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